
何兆武先生访谈

今年是何兆武先生 90 寿诞。在初春三
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《史学理论研究》
杂志的几位同仁来到清华大学校园内何先

生的寓所，请他漫谈治学和人生感悟。何先
生身体状况很好，每天看报刊杂志。现将部
分谈话内容用问答方式整理成文，以飨读

者;同时亦欲借此文向这位学界前辈表达我

们的敬意和祝福之情。

问:您当初为何选择从事历史理论与史

学理论研究工作? 我们该如何理解历史的

规律性? 历史有什么用?

何:主要是受二战的影响，身处那种环

境下，想知道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，

有没有什么规律?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。不
过我想，应该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。历史的
偶然性很大，如果慈禧太后早几年去世，比

光绪早，情况可能会不同。自然科学也有这
个问题，不能说到这儿就止步了。牛顿说，
“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”，爱因斯坦又踩
在牛顿的肩膀上。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
科学来说，历史本身没什么用，关键看你怎

么用它。用是研究结果的利用，而不是作为
研究前提的用。

问:您觉得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有哪些需

要特别重视的问题?

何:我觉得我们国内研究史学理论的，

重点没有放在知识论上。其实重点应放在
这儿，而不是形而上学上。这是我个人的感
觉。比如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? 这
是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东西。我们应该研
究为什么它是推进历史的动力，这才是知识

论的问题。比如说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
进的动力，过去往往将其看做前提，但没有

回答为什么。比如说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
前进的动力，怎么来理解? 中国历史上的农

民战争是世界第一的，规模最大，时间最长，

按说国家发展水平早就应该领先世界，可是

没有。英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很少，可在 19
世纪的实力是世界第一，它是怎么变成当时

超级大国的? 应该首先解答这个问题。我
解放前做学生时，问老师，为什么鸦片战争

前中国历史总是循环? 应该有个知识论的

解释。老师的回答很简单，就是马尔萨斯的
观点。人口多了之后，粮食不够吃了，于是
社会出现混乱。战争屠杀后，人口少了，饭
就够吃了。我觉得单单人口论的解释很难
成立，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问: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循环现象，您怎

么理解?

何: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。不过近
代以来，中国与西方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

科学。科学是第一生产力，但我们不讲科
学，一直到解放后都有这个思潮。我们老是
讲政治挂帅，没有听说科学挂帅，对科学非

常之不重视。我们科学院是研究机构，应把
重点放在科学研究上，可是我们经常需要下

去，因为政治需要。总是用政治冲击科学。
我们下乡时，领导老是说，要人在农村心在

农村，就是说不要想城里的论文还没写完，

怎么写。可是你知道，人要想做出点成绩
来，必须要朝思暮想，不能放弃。曹雪芹写
《红楼梦》，走路上都在想，想到好东西马上
回家去写。你得念兹在兹。庄则栋是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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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军，要让他去劳动两年，他回来就拿不了

冠军了。陈景润被批斗时一边斗一边笑。
他在想数学公式，真正做研究就要这样。不
应该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

问:做研究除了专心致志外，是不是还

要注重交流?

何:是的，可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太少。
过去我在历史所，没有看到什么国外的杂

志。吴恩裕研究“红学”，有一回听说台湾
中研院的一本杂志上有篇林语堂研究《红
楼梦》的文章，请我帮他借。经过请示党委
特批，我借到了杂志。可经过这个教训后，
我绝对不再去借杂志了，看篇论文还要特

批，变成特殊情况了，不是制造麻烦吗? 历

史所胡厚宣老看台湾中研院的杂志，后来变

成罪状了。科学不能有界限。不看人家的
东西，关起门来自己想，不等于自我封闭吗?

问:您怎么看待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?

何:在研究中，过分的政治挂帅不行。
科学研究就要科学挂帅，如讨论贪官清官，

不能上来就有结论，得先有研究再有结论。
过去我们科学研究中老讲政治挂帅，但总不

能研究前先有结论，不能这么干。以前国庆
游行时，“科学大军”中有个标语，“科学为
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。这个标语应该反过
来，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。科学可以
为任何阶级服务，就看谁能掌握它。

问:自然科学中，这个问题比较好理解。
在历史科学中，是不是关系比较复杂?

何:当然历史学本身具有二重性: 一是

科学性，二是政治性。我们传统的历史学是
按政治学操作，所以历代都修前朝的历史，

本朝的不好修。研究固然不能泄气，可是你
也不能造假。以前说苏联米丘林、李森科的
科学，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推翻了，现在也

承认造假。50 年代我们生物学界也有这个
问题。60 年代朝鲜出了个科学家金风汉，
发现了“风汉小体”，说是生命的基本细胞，
可以重新改写生物学的历史，《人民日报》
刊登了好几版，后来发现也是造假。这些都
是过分的政治挂帅。有人这么解释，说“兵
不厌诈”，政治上有时需要造假。对敌人可
以“兵不厌诈”，对自己的人民可不能“兵不
厌诈”，要这样的话就丧失你的信用了，人
民就丧失信心了。历史研究中，我们有两个
标准，一个是政治，一个是科学，怎么结合，

这是个问题。

问:民国时期这个情况怎样?

何: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，政府管的比

较松，并不是他们多么宽宏大度，而是顾不

过来。政权不稳固，没有余力管。我上小学
是北洋时期。我们学的口号是“自由、平
等、博爱”。军阀不管，当时他们的兴趣只
在抢地盘。童子军军歌中有一句是“哥哥
华盛顿，弟弟拿破仑，”也没有余力管意识
形态。后来开口三民主义，闭口三民主义，
可实际上也没搞三民主义。

问:您如何看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

研究的指导思想?

何:历史研究总需要一种指导思想，但

这种思想应时时刻刻受事实的修正。自然
科学如此，历史科学也是如此，指导思想必

须不断接受事实的修正。要不然怎么进步
呢? 科学总是不断进步的，不能把任何科学

固定在一个点上，说永远不变了，俟之百世

而不惑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哪有这样的科学
呢? 《圣经》一个字都不能改，那是宗教。
人的认识总是在变化，思想也总是在变化。
假如马克思今天活着，他该怎么说，他该怎

么看? 他是不是还与一百多年前持相同看

法，恐怕应该有很多的改动的。环境和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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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了，结论就应当有所改变。这才是活的马
克思主义。

问:现在比较强调创新，您觉得史学该

怎么创新?

何:其他各门科学对历史学应该有很

大推动作用。比如心理史学，现在很少有
人搞。可是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心理活
动影响，如希特勒的心态肯定和我们不同，

他想征服世界。各种学科的相互促进很
重要。

问:您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候是在西南

联大么? 最困难的时候是何时?

何: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候最快乐。
那时虽然有轰炸，可是坚信不疑，战争一定

会胜利，胜利后一定是美好的世界，一定过

着美好的生活，挺乐观的。并没有根据，可
能是青年人的特性，心态都挺好。现在虽然
世界有很大的改进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战争，

可是并不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，没有这个信

心了，这也挺奇怪的。
最困难的时候是“文革”。不光是个

人，好像整个社会都没有前途。把孔府破坏
了，是“文革”中一个大的破坏，很可惜，那
都是几千年的东西。“文革”也是书籍的大
灾。秦始皇烧过书，希特勒烧过书，“文革”
也烧。“文革”十年根本不能读书，断了十
年。没有经历“文革”十年，就不会更深刻
地理解中国历史。

问:清华百年校庆，您参加了不少活动

吧，请谈谈感受。

何:以前发过一个校友通讯录，我一看，

有好几十个部级干部，清华培养了不少领

导。过去大陆与台湾互称对方的清华大学
为“伪清华大学”，现在讲两岸是一家。台
湾清华大学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李远

哲，我们的清华大学一个没有。我们运动搞
得太多。我在历史所 30 年，做业务也就
1 /10的时间，不过三年，哪能出什么成果呢?
我们对旧社会的研究重视不够，国民党的那

套体制，包括中央委员会、特务组织等，是学
苏联的，不是学英美的。孙中山改组国民
党，就是以俄为师，说不以俄为师，断无成

就。国民党学苏联以党治国，我以前上中
学，每周军训后都喊口号，喊三民主义万岁、
中华民国万岁、蒋委员长万岁，这些做法都
是不科学的。
访谈最后，何先生特意谈到要保护年轻

人的热情。他提到两件事，一是“五四时
期”，火烧赵家楼事件后，一些学生被抓了
起来，各方面名流去保释。最有趣的是，烧
的是曹汝霖的房子，可曹汝霖也去保。二是
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，何先生的一个姐姐因
参加游行被抓了起来。过几天，他的父亲收
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信，信上说请你放

心，我们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。临别前，我
们祝愿何先生健康长寿，他笑言，他更看重

生命的质量。是啊! 如何使生命有效? 这
是何先生给我们的思考题。

( 张文涛整理，何兆武先生审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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